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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说谎，即使在“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也应说
真话。这一“谎言禁令”备受批评，被认为难以与生活实践和道德直觉相容。从康德提
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出发，只能推出 “撒谎借钱”不能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若
能正确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主义及其普遍化与可逆性标准，则 “谎言禁令”不会被 “简
化”地陈述与理解，“撒谎救人”的准则也能够通过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成为普遍立法
的原则; 在某些特殊的、类似 “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不说真话也不会与康德道德哲学
的基本法则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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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在任何行为情境中都不能撒谎的原则是其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与严峻主义

( Ｒigorismus) 的体现。康德认为，即使凶犯追杀藏在自己家中的朋友，当凶犯询问朋友所在时，

也不能说谎。这一立场导致了广泛批评，虽然批评者并不质疑真诚或诚实作为人类美德的崇高地
位，但为了坚持“谎言禁令”① 而置朋友的生命与信任于不顾，严重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
直觉。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境中，人们可能会被迫撒谎救人或者避免伤害，这些被迫的谎言既合
乎人们的道德直觉 ( 人命关天) ，也能够在功利主义与道德情感方面获得有力支持 ( 幸福与关爱) 。

因此，“谎言禁令”因其明显的难以辩护与实践而备受抨击，似乎成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 “阿基里
斯之踵 ( the heel of achilles) ”。很难想象康德会忽略全面禁止撒谎的理论与实践困难，但是，他为
何仍然坚持这一禁令呢? 这一问题历来并没有得到清晰、合理的解释。如果将谎言禁令置于康德所
讨论的原初案例的具体情境中，正确理解定言命令作为抽象公式的形式特征，准确把握准则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的普遍化 ( universalizable) 与可逆性 ( reversible) 要求，那么某些特殊情境中
的谎言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康德的谎言禁令也就能够得到恰当解释与

有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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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谎言概念具有明确的道德与情感色彩。康德认为，含有“蓄意的不真实”的话语，可称为谎言。如果以
中性词汇描述与区分各种包含“蓄意的不真实”的话语及其类别，那么就能够更为清晰地讨论谎言的道德价值。
笔者将另文论述这种描述、区分及其道德意义。本文为行文简洁，还是采纳谎言概念，尽量忽略情感与道德色彩。



一 康德关于谎言禁令的论述及其辩护

康德关于谎言禁令的论述出现在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 《实践理性批判》两书之中，被用
作案例来引导与阐释作为道德法则的定言命令。此外，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也谈到了不
能说谎的义务。在谎言禁令被贡斯当批评之后，康德撰文 《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
( 以下简称《论说谎的所谓法权》) 进行了难说成功的辩护。在其他文献如 《伦理学讲义》中，康
德也谈到了撒谎的问题，考虑到某些特殊的道德情境，其谎言禁令的强硬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

“道德的决疑论是非常有用的，它能够使我们的判断力变得敏锐，在不损害道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
隐藏真相。”①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实际上是以 “虚假承诺借钱”作为具体案例，通过追问该行
为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来阐明定言命令作为道德法则的意义的: “我是否也愿意把这
个通过假诺言而解脱自己困境的准则，变成一条普遍规律; 也愿意它不但适用于我自己，同样也适

用于他人?”② 康德在论述中强调了该准则及其情境要素: “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去借，并且答应
如期偿还，尽管我知道是永远偿还不了的。”③这一准则在普遍化中遭遇的矛盾 ( 自我取消) ，都不
能离开一些情境要素，如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因为包含这些情境要素的准则的普遍化，才
会遇到自我取消的矛盾: 如果人人都以这种方式借钱，就会使得无人相信还钱的承诺，从而使借贷

成为不可能。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反复地以此为例阐明道德法则，而其行为情境的基
本要素是一致的: 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较少以具体事例来阐明德性法则，但仍然提到虚假承诺的问题:
“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他决不应当以谎言作许诺，那么这是一个只涉及到他的意志的规则。”④ 这里
的“以谎言作许诺”实际上就是上述“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之类的案例情境，因为 “以
谎言作许诺”以达到某种目的意味着主动地、有意地骗取对方的信任，从而获得某种意图中的利
益。这种虚假承诺不同于在某些情境中被动地、以避免某种强加的伤害或损失的撒谎行为，如谎言
救人或避祸。显然，在被迫以谎言救人或避祸的行为中，并不存在虚假承诺以骗取对方信任进而获
取不当利益的主观意图。它与康德最初所讨论的 “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的案例情境有着
本质区别，后者以主动与获益为其基本要素，前者则以被动与避险为基本要素。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将诚实 ( 不能撒谎) 列为 “人对纯然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自
己的义务”⑤，并且是“对自己的完全义务”⑥。这里已经将前述所讨论案例中的具体情境要素 ( 借
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 省略，仅仅将说谎定义为 “( 在该词的伦理学意义上) 作为一般而言蓄
意的不真实……甚至可能是旨在一个真正善的目的，但是，致力于这一目的的方式却由于纯然的形
式而是人对他自己人格的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必定使人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可鄙的无耻行径”⑦。
在这一论述中，康德将任何情境中的 “蓄意的不真实”定义为说谎，强调即使 “旨在一个真正善
的目的”的“蓄意的不真实”，也必定是一种犯罪，并且 “是对他人的法权的侵犯”。如果说 《道
德形而上学原理》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列举的行为情境 ( 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 使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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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谎成为不可置疑的道德命令，那么，将任何情境中的 “蓄意的不真实”定义为说谎则引发了
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尤其是康德认为 “甚至可能是旨在一个真正善的目的”的 “蓄意的不真实”

也在禁止之列。

在《论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康德回应了这些批评，并坚持认为不能说谎是 “一个神圣的、
无条件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 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 ( 正直) ”①。

因此，即使谎言能够保护朋友免受凶犯的追杀也不能说谎。康德认为，“人不能够回避的陈述中的
真诚，是人对每个人的形式义务，不管由此是给他还是给一个他者带来多么大的坏处”，因此，撒
谎违背这一“形式义务”，“这是一般而言的人性遭受的不义”。②康德的辩护实际上并不成功，它
与特殊处境中人们的道德情感和价值直觉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是康德道德哲学中让人们产

生不近人情印象的代表性观点。

如我们所知，日常生活中的谎言数量惊人，儿童在三岁时就能够熟练地撒谎，谎言确实是人类

生活与行为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撒谎是不应该的，是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虽
然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会深究。但日常生活或极端情境中的某些谎言，如父母为保护儿童而善意撒
谎，医生或家属为病人免受打击而隐瞒病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支持。

那么，在某些情境中说谎，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立场是否真的难以相容呢? 康德在此问题上是否

存在着疏忽与错误呢? 事实上，“这篇论文经常因为结论似乎有点荒谬而遭到批评，却是足以显示
康德的严峻主义。虽然有人想以康德的高龄为理由来淡化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过它显然代表了康
德经过深思的观点，而且他在写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时，也可能提出完全一样的论证”③。因
此，问题显然是难以回避的: 全面禁止撒谎在某些情境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与人们的道德情感和价值直觉发生冲突，而且也威胁着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

二 准则的普遍化与可逆性

如上所述，康德对“撒谎救人”情境中 “谎言禁令”的解释与辩护并不成功。在 “撒谎救
人”的特定情境中， “谎言禁令”确实无法以 《论说谎的所谓法权》中的方式得到辩护。但是，
“谎言禁令”本身的陈述与理解是有误导的，因为它忽略了禁令最初得以成立的行为情境的基本要
素: 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事实上，不考虑具体情境而全面禁止撒谎，在某些情境 ( 如救
人与避祸) 中确实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相反，在这些特定情境中包含撒谎的行为准则并不必
然违背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
个普遍立法的原则。”④ 也就是说，这些情境中包含撒谎的行为准则可以通过定言命令的普遍化与
可逆性测试，从而能够“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并且满足定言命令的诸多派生形式 ( 自然
规律、人是目的与自律原则) 的要求。
在康德关于“谎言禁令”的论证中，“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去借，并且答应如期偿还，尽管

我知道是永远偿还不了的”⑤ 这一准则是包含着具体情境要素的，它确实无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 普遍化) ，也无法通过可逆性测试。“康德的定言命令的第一种表述确立了道德可接受性的两个标准:

201 《哲学动态》2020 年第 1 期

①

③

④

⑤

② 康德: 《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 8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第 436 页; 第 435 页。
曼弗雷德·库恩: 《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 453 页。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第 39 页。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 41 页。



可普遍化与可逆性。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依此原则行动，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可普遍化的
( universalizable) 。假如你也愿意每个人都依据此原则行动，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可逆的
( reversible) 。”① 上述具体的行为准则之所以不能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乃是因为虚假诺言会消
解借贷得以成立的信任关系，从而使借贷成为不可能; 同样，它也不是可逆的，因为人们无法接受

他人在实际上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以还钱的虚假承诺向自己借钱。

但是，在“撒谎救人”的具体行为情境中，行为的具体准则是 “如果你要拯救朋友的生命，

你可以用虚假信息来引导凶手离开”，它包含着决定该准则之道德性的相关情境与动机要素 ( 凶犯
追杀、拯救朋友、引导凶手离开) ，是可以普遍化的，也能够通过可逆性测试。

第一，我们看“撒谎救人”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 普遍化) 。任何人都可以在朋
友被追杀的时候通过谎言来引导凶手离开，从而使朋友得救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是肯定的。

此刻的谎言可能使凶犯无法取得行凶成功的关键信息，增加了凶犯被阻碍或者挫败的可能性，这一

阻碍与挫败能够使得世界更为美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 世界上可能因此少了一桩凶杀

案，少了一位凶手与一位受害者。即使对凶犯本人来说，他在此情境中也会愿意奉行这一准则来救
他的朋友，如果他还有朋友的话。因此，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依据此准则来行动，没有人会因此
受到伤害，这一准则可以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第二，我们来看“撒谎救人”准则的可逆性测试。你愿意每个人都以此谎言来保护被追杀的朋
友吗? 或者，更具体地问，如果你是被追杀的对象，你愿意你的朋友以这种方式保护你吗? 对任何人

而言，如果他珍惜自己的生命，或者珍惜朋友的生命，答案都应该是愿意; 甚至，如果我们问凶犯本

人，他也应该是愿意他的朋友在他被追杀的时候以撒谎来保护他，如果他还珍惜自己生命的话。当
然，因为凶犯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不尊重生命，也许他真的能够做到原则一致，连自己的生命都不

尊重，从而作出否定的回答;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可逆性测试失败了呢? 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凶手并

不认同“人是目的”与尊重生命的原则，那么他自己就应该被排除在目的国或者道德共同体之外，不
受这些道德法则的保护。也就是说，因为他已经破坏了获得如此对待的前提，他也就并不期待被如此
对待; 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侵害他人自由与权利的人，会被关进监狱并被剥夺自由与权利，甚至在

某些特定情境中被剥夺生命权，且这些罪犯也认罪伏法 ( 事实上，康德赞成对某些犯罪处以死刑) 。

对凶犯来说，他也愿意别人以谎言来保护被他追杀的朋友，因为当他从犯罪激情中冷静下来之后，很

有可能会感激以谎言阻止他犯罪的人，或者至少客观上使得他犯罪未遂，从而可能减轻罪责。

那么，如果这一准则 ( 撒谎引导凶手离开，以拯救朋友生命) 普遍化，会不会使得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消解，造成普遍性的危害呢? 这是康德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康德认为 “这是一般而言
的人性遭受的不义”。凶犯毫无疑问是违背了德性法则的行动者，当他提出以利于自己行凶的问题
时，双方并非处于一般情况下和平友好的合作与对话状态，也不处于真诚义务的约束之下。换句话
说，这一情境并非人们履行真诚义务与信任美德的道德情境，也就不能说 “这是一般而言的人性
遭受的不义”。所以，贡斯当指出: “说真话是一种义务; 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但
是，没有人对伤害别人的真话拥有法权。”② 即使在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论视野中，贡斯当的批评其
实也是有道理的: 在德性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目的国，也就是常说的道德共同体; 凶犯实际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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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作为德性法则的定言命令，也就并不隶属于以此德性法则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从而也就并不

存在消解信任之基础的问题了。

三 作为公式的定言命令及其特征

上述两个包含着决定其道德性之要素的行为准则——— “撒谎借钱”与“撒谎救人”，虽然都有
说谎的环节，彼此却有着本质区别，并不能被包含于一个抽象的谎言禁令之中。将上述两个准则包
含于同一个抽象的“谎言禁令”，实际上是对 “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
则”的误解。一个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也就是它的普遍化，并不等于它的简化，即
对情境要素的忽略。换言之，能否 “撒谎借钱”，与 “在任何情境中能否撒谎”并不是同一个问
题; 能否“撒谎救人”，与 “在任何情境中能否撒谎”也不是同一个问题; 因此，能否 “撒谎借
钱”与能否“撒谎救人”也就更不是同一个问题了。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这两种准则仅仅有
着“不真实”这种“家族相似性”，而且“撒谎救人”中的“不真实”是被迫的，“撒谎借钱”中
的“不真实”才是康德所说的“蓄意的不真实”，因此，它们并没有共同的本质。“撒谎借钱”是
确定无法普遍化的，也不具有可逆性; 但是，“撒谎救人”是可以普遍化的，也具有可逆性。“撒
谎救人”并不能被包含于“谎言禁令”，因为“谎言禁令”无论是在康德原初的讨论语境中，还是
在日常的价值直觉与道德情感的理解中，都是针对与 “撒谎借钱”类似的行为，而不是针对与
“撒谎救人”类似的行为。

因此，“撒谎救人”的普遍化是 “任何人，在撒谎能够救人的情境中，是可以撒谎的”，而不
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中都是可以撒谎的”。同样，“撒谎借钱”的普遍化是 “任何人，在撒谎
能够借钱的情境中，是可以撒谎的”，而不是 “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中都是可以撒谎的”。所以，
“撒谎借钱”是不能普遍化的。这里，准则的简化与普遍化之区别是非常关键的; 未能明确这一区
别，是混淆“撒谎救人”与“撒谎借钱”这两种行为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们才将
这两种行为准则都简化为 “撒谎”，并将这种简化理解为准则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的普遍化过
程。所以，具体准则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忽略准则中的具体情境要素; 恰恰相反，它
们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因为正是这些情境要素决定了行为之道德价值。也就是说，普遍化 ( 成
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不是简化，它不是将准则中的道德相关要素省略，而是将该情境中的具体准

则置于每一个人面前，并发问: “你愿意所有人像你一样在此情境中奉行这样的准则吗?”

因此，德性法则的形式化特征需要得到正确理解。定言命令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
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并未论及任何具体行为及相关情境要素，因
此，它被认为是纯粹形式的立法原则。但是，“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
的原则”这一表述，并非意味着忽略决定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情境要素，此刻 “意志的准则”当然
应该包括具体的情境与动机。如果我们问 “撒谎救人”的准则是否合乎定言命令，追问的是 “撒
谎救人”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而不是 “撒谎”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具体准则成为普
遍立法原则仍然要以具体情境与动机为基础。

定言命令作为德性法则只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公式，这一特点招致了广泛批评。黑格尔
就认为，“康德对于义务的定义 ( 因为抽象的问题是: 对自由意志说来什么是义务) 除了同一性、

自身不矛盾的形式外 ( 而这种形式乃是抽象理智的法则) ，什么东西也没有。”① 也就是说，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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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仅仅提出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应该达到的形式上的逻辑要求，并未直接规定任何具体的内容。但
是，在康德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缺陷，恰恰相反，这是定言命令的优点。因此，他如此反驳对定言
命令之形式主义的批评: “但是谁要是知道一个极其严格的规定依照题目应该做什么而不许出错的
公式对于数学家意味着什么，他就不会把一个对所有义务而言都做着同一件事的公式看作某种无意

义的和多余的了。”① 正因如此，正确理解定言命令作为 “公式”的特征与意义，以及任何行为准
则是如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是理解定言命令及其相关问题与批评的关键所在。

人们往往离开了具体的情境与动机来理解 “谎言禁令”，因而未能正确地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
特征及其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事实上，任何行为准则都是具体情境中的准则，准则成为 “普遍
立法的原则” ( 普遍化) 并不等于准则脱离了行为情境的 “简化”。具体的行为准则能否符合定言
命令的要求，是一个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检验的是具体准则能否达到 “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
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一形式要求。单纯从作为 “公式”而存在的定言命令出发，并不能引
导、推出具体的、具有绝对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如 “不能撒谎” “不能偷窃” “不能对他人动
刀”，等等。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境中，撒谎确实能够救人或者避免伤害; 偷窃在某种情境中能
够让行凶者失去凶器，或者让正义一方获取关键情报; 当动用手术刀是唯一选择的时候，是可以对

病人手术的，甚至并不需要得到在某种意识状态中的病人的同意，否则，医生就不能对处于昏迷状

态中的车祸受害者施行救治。

因此，也我们只能从具体准则出发，检验该准则能否符合定言命令的普遍立法的形式化要求;

单纯从定言命令出发推导不出任何包含具体内容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这样说: 定言命令作为 “同
一性、自身不矛盾的形式”，只是行为准则合乎义务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虽然形式主义在我
们现实地理解和实行道德原则方面的确是一个明显的缺点，但形式化的确是一切道德原则本身的一

个最基本的要素。道德从根本上说的确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②。这一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即使包含谎言与枪杀的行为准则，离开了具体情境，也无法判定其道德价值。因此，撒谎救人能够
得到道德情感 ( 关爱弱者) 与价值直觉 ( 人命关天) 的有力支持，在特定情境中击毙恐怖分子以

免无辜民众伤亡也是合法的甚至英雄般的行动。

四 准则如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康德在《论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对 “撒谎救人”情境中 “谎言禁令”的辩护基本是失败的，

但是，“撒谎救人”这一准则本身并不会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立场发生冲突，相反，它能够合乎
定言命令及其诸种派生形式的要求，而在此情境中拒绝说谎的准则才恰恰不能成为 “普遍立法的
原则”。也就是说，“即使凶犯追杀朋友，你也应该诚实地告诉凶犯朋友在哪里”这一准则是绝对
不能普遍化的，因为人们应该承担保护朋友的义务，并尽可能地阻止凶杀的发生。如果凶犯得到真
实信息并达到了目的，朋友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如此一来，不仅辜负朋友的信任、背弃保护朋友的
义务会消解朋友之间的友谊关系，从而瓦解朋友关系的基础，凶犯的得逞更会让人们失去朋友。

从康德提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出发，也只能推出 “撒谎借钱”不能成为立法原则，而
不是简化了行为情境要素之后的抽象的 “谎言禁令”。抽象理解的“谎言禁令”脱离了康德最初讨
论的情境要素，误解了关于准则能否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的理解与操作。准确地说，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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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普遍立法化被错误地理解为 “简化”，将问题“你愿意任何人在如此处境中都如此行动吗”混
淆成了“你愿意任何人在任何处境中都如此行动吗”。如果能够回到“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完
整地表述其得以成立的相关情境要素 ( 借钱、无力偿还与虚假承诺) ，正确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主
义与行为准则的普遍化，它就不会被如此 “简化”地陈述与理解，与此相关的诸多争论也就不会
产生。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所谓准则能否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一问题呢? 准则成为 “普遍立
法的原则”，并非离开了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要素来讨论行为准则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将人们
放入该具体情境之中来讨论准则能否被普遍采纳。换句话说，普遍化 ( 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

并非指人们在任何情境中都能否做某事，而是任何人在某一具体情境中都能否做某事。当然，这并
不是否认在任何情境中都成立的禁令，例如禁止虐待儿童。但是，这样的禁令之所以能够成立，也
是因为在回答“你愿意任何人在如此情境中都不能虐待儿童吗”这一问题时，无论 “如此情境”

是指哪一种具体情境，人们都会给出肯定答案，因此才得出 “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虐待儿童”这一
禁令。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准则能否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的普遍化检验过程，因为这
一过程的结果可以直接表述为 “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虐待儿童”。

因此，在特殊情境中对凶犯撒谎以保护朋友，是可以成为 “普遍立法的原则”的，同时具有
可逆性。这一准则能够符合定言命令及其第一种派生形式——— “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
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①，这是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确认了的。同时，该准则也符合定言
命令的第二种派生形式——— “人是目的”的要求，因为正是将朋友的生命置于第一位的动机，决
定了在此行为情境中撒谎行为的道德价值。不仅如此，这样的行为准则也能够符合定言命令的第三
种派生形式——— “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②，因为此刻的特殊道德情境
要求理性存在者进行自我立法即 “自律 ( autonomie) ”，“强调 ‘你要’这一自己立法的自由意志，

正是它使得主观准则 ( 目的、动机) 推行成为一条普遍法则 ( 效果) ”③，而不是根据被给予的脱
离了行为情境的抽象教条行事，这些教条往往并不考虑具体情境而武断地要求或禁止某种行为。事
实上，这种禁令大多会在某种特殊的道德情境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康德讨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针对的是主动的、具有欺骗意图的谎言，即借钱、无力
偿还与虚假承诺，而不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以谎言自保或者救人的行为。在诸多与 “撒谎救人”

类似的行为情境中，人们都能够以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来支持某些包含撒谎行为的行为准则，例

如，独自在家的少年大声呼唤父母以假装有成年人在家，从而吓退入侵者。对此人们除了赞叹他的
沉着与机智，难道还能责备其不诚实吗? 我们甚至不会用谎言来指称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

并不谋取利益，更不会伤害他人，而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 它已经不能被定义为谎言所包含的

“蓄意的不真实”，而是自我保护的“被迫的不真实”了。

从康德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谎言终究是谎言，“是一般而言的人性遭受的不义”。包含撒谎行
为的准则并不会因其善良的动机与目的，就可以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因为谎言如果成为通行的准

则，那么人人都不会相信谎言了，谎言就取消自身了。康德坚持 “谎言禁令”，源于对 “撒谎借
钱”这一准则的简化: 将“撒谎借钱”简化为 “撒谎”; 而一个具体准则能否成为 “普遍立法的
原则”的普遍化测试并不是将它简化，而是将这一准则置于问题 “你愿意任何人在如此处境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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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行动吗”中进行追问。“撒谎救人”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因为它可以通过这一问题
的追问，并且“撒谎借钱”的自我取消困境也被“撒谎救人”准则所处的特殊情境消解了: “撒谎
救人”不会消解信任，因为信任的道德共同体在此情境中并不存在。凶犯与 “我”和朋友处于实
际上的敌对关系中，而不是一个以信任为存在基础的道德共同体中; 如果信任作为道德前提并不存

在于某种对话关系中，它就不会被伤害与消解。

结语: 诚实地面对谎言

诚实与谎言真正的悖论可能在于: 任何一个保有基本诚实德性的人，都得承认自己曾经撒谎;

虽然大部分谎言让自己充满歉意甚至悔恨，但有些谎言能够得到恰当的解释与辩护，例如，为了避

免伤害 ( 他人或自己) 的谎言。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基本事实。在一般情况下，人们
都能认可“谎言禁令”，推崇诚实的美德，如康德所言: “用不着多大的聪明，我就会知道做什么
事情，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① 的确，在某些特殊情境中，人们同样会觉得 “用不着多
大的聪明，我就会知道做什么事情，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在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驱
动之下作出选择。譬如，在撒谎能够救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必进行深奥的道德思辨，也并不需
要特别的禀性善良，都能认同撒谎救人的选择。事实上，如果在此情境中将自己的诚实美德看得比
朋友的生命还要重要，反而可能会在道德上受到质疑。孟子说过，“男女授受不亲，经也，嫂溺援
之以手，权也。”( 《孟子·离娄上》) 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要求来拯救嫂子的生命，是大多数
人的选择，同时也能够合乎定言命令及其多种派生形式 ( 普遍规律、人是目的与自我立法) 的
要求。

康德在“谎言救人”的情境中仍然坚持“谎言禁令”，不仅面临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同时有着
无法克服的内在困难。事实上，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哲学基本原则的普遍必然性，康德对此类情境
中的“谎言禁令”进行了失败的辩护。让人们感到伤感与困惑的是，“撒谎救人”的思想实验在
“二战”时有了真实案例: 当纳粹军官询问你家是否藏有犹太人，而你的犹太邻居正好藏在你的地
下室中时，你应该如何回答? 按照康德的谎言禁令，应该如实回答纳粹军官的问题。

康德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并不会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 “阿基里斯之踵”，不会挑战他的道德
哲学的基本原则。上述情境中 “撒谎救人”的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并且具有可逆性;

与此相反，坚持说真话而不救朋友则无法普遍化，也不具有可逆性。康德出现这样的失误，除了前
文所述的将行为准则的“普遍化”混淆为行为准则的 “简化”这一根本原因之外，应该还有如下
原因: 与坚持谎言禁令的奥古斯丁一样，康德深受宗教传统的影响，将某些道德价值看得比生命价

值更为重要。但将他人的生命价值置于抽象理解的诚信价值之下，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
直觉，伤害了朋友之间的信赖与友谊，这是他受到广泛批评的主要原因。

( 作者单位: 重庆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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